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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10市“土地-经济-环境”耦合协调关系
闵义岚,陈 艳,李录堂

(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,陕西 杨凌712100)

摘 要:为了明晰土地集约利用、经济发展状况及环境生态效应的耦合协调程度,基于耦合协调模型,以西部大开发

城市群中陕西省为例,首先建立了耦合协调指标体系,测算10市的土地集约度、IGM指数和生态效应指数;其次研究

了10市的土地—经济—生态耦合协调关系;最后进行了空间变异分析。结果表明:(1)相较于中东部地区,陕西省10
市3个子系统总体协调发展水平偏低,其中西安和铜川存在生态效应滞后现象,咸阳、榆林、汉中3市土地集约水平较

低,其余5市经济发展较为滞后。(2)从耦合协调情况来看,陕西省10市除延安、铜川和商洛市尚处于中度耦合协调

阶段外,其他7市处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,但均未实现向优质耦合协调的跨越。(3)10市耦合协调度不存在明显离散

和集聚效应,没有强烈的空间极化效应,整体空间不存在显著自相关现象,且城市的耦合协调性受相邻城市影响不

大。综上,陕西省10市3个子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存在不平衡现象,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将有助于促进城市可持续高质

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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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uplingCoordinationRelationshipAmongLand,Economyand
EnvironmentinTenCitiesinShaanxiProvince

MINYilan,CHENYan,LILutang
(CollegeofEconomics& Management,NorthwestA&FUniversity,Yangling,Shaanxi712100,China)

Abstract:Inordertoclarifythedegreeofcouplingandcoordinationoflandintensiveuse,economicdevelop-
mentandenvironmentalandecologicaleffects,basedon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model,ShaanxiProv-
inceintheWesternDevelopmentCityClusterwastakenasanexample.Firstly,acoupledcoordinationindex
systemwasestablishedtomeasurethelandintensification,IGMindexandecologicaleffectindexof10cities.
Secondly,theland-economy-ecologycouplingcoordinationrelationshipof10citieswasstudied.Andfinally,

thespatialvariationanalysiswascarriedout.Theresultsshowthat:(1)comparedwiththecentralandeast-
ernregions,theoverallcoordinateddevelopmentlevelofthethreesubsystemsinthe10citiesofShaanxi
Provincewaslow;amongthem,Xi'anandTongchuanhadlaggingecologicaleffects,andthethreecitiesof
Xianyang,YulinandHanzhonghadrelativelylowlevelsoflandintensivedevelopment;theeconomicdevel-
opmentoftheother5citieswasrelativelylagging;(2)fromtheperspectiveofcouplingandcoordination,

exceptforYan'an,TongchuanandShangluointhe10citiesinShaanxiProvincewhichwerestillinthemod-
eratecouplingandcoordinationstage,theother7citieswereinthestageofhighlycoupledcoordination,but
noneofthemhadachievedtheleaptohigh-qualitycouplingandcoordination;(3)therewasnoobvious
dispersionandagglomerationeffectin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ofthe10cities;theoveralldistribu-
tionofitwasrandom withoutstrongspatialpolarizationeffect;therewasnosignificantautocorrelation

phenomenonintheoverallspace,andthecouplingcoordinationofcitieswasnotgreatlyaffectedbyadjacent
cities.Insummary,thereisanimbalanceinthedegreeofcouplingandcoordinationamongthethreesubsys-
temsinthetencitiesofShaanxiProvince,andhandl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threesubsystemswill



helppromotethecitytofurtherachievesustainableandhigh-qualitydevelopment.
Keywords:land-economy-environment;regionalcouplingcoordination;ShaanxiProvince

  随着“十三五”规划的完美收官,我国已逐步进入

城镇化建设加速阶段和工业化建设后期,以巨大资源

消耗及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发展加剧了国土空间开发

失衡、人地矛盾尖锐、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问题[1]。
寻求如何在保障经济增速及效益的同时,最大化地避

免资源浪费、生态破坏的新路径,创建土地—经济—
环境的良性、协调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模式,成为学术

界关注的重要领域。
目前,国内外学者对土地利用、生态效益、经济发

展等领域展开了大量研究[2],通常呈现出4种研究思

路:(1)对土地、经济、环境的单一子系统的研究[3-4];
(2)子系统间两两相互作用的研究[5-7];(3)以土地、
经济、环境中某一要素为基点,综合考虑该要素对其

他要素建设的影响及耦合作用[8-9];(4)从人口、经
济、生态、社会、产业、城镇化和城市化建设要素中选

择2~3个进行耦合协调度的相关研究,鲜有将土地

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纳入其中[10-12]。分析发现,当前研

究多数聚焦于东部发达地区,且鲜有研究将三者当成

彼此独立的子系统,分析其间的作用机理。
西部地区幅员辽阔,却同步伴随产业布局不合

理、发展速度较低、土地、经济与环境协调性差等矛

盾,严重阻碍了西部地区的发展。本文以“西部大开

发”建设名单中的陕西省及其辖内西安、咸阳、铜川、

宝鸡、渭南、榆林、延安、汉中、商洛及安康10个市为

研究对象,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,从理论上探讨土

地—经济—环境3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作用机理,评
价陕西省土地—经济—环境之间的时空演变特征及

耦合协调性,综合考虑发展质量、效率与均衡性,以期

为盘活存量资源、释放错配空间,进而促进西部地区

整体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。

1 土地-经济-环境耦合机理分析

土地利用、环境演变、经济发展是区域发展的重

要表征,其协调关系一直是土地领域的研究重点[13]。
环境资源是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财富,是经济效率与

环境效益的统一,代表着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关

系,同时也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。经济

建设则摒弃了以往的“唯增速”发展方式,强调经济

的高质量平稳发展,试图通过质量、效率、动力变革提

高全要素生产率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经济体

系。合理利用土地资源,以最小的土地和生态资源消

耗获取最大化经济、社会效益成为影响国家及地区未

来可持续化发展的关键。作为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

系的3个不同子系统,三者均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规

律。具体而言,土地、经济、环境之间的耦合机理如图

1所示。

图1 土地-经济-环境作用机制

  (1)土地与环境。二者既可相互制约,又能相互

促进。土地低碳化集约化发展通过合理规划产业、城
镇化建设布局,改变土地利用结构及投入水平,进而

实现土地产出水平与可持续性的双增长,促进生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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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的改善与生态效率的提高;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土

地集约利用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,能够在获得同

等经济增长的同时,实现资源代价最小化与产出效益

最大化,增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。土地粗放经营或过

度集约利用都可能导致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,从而减

弱生态效率,而区域生态效率的降低反过来会加重环

境污染,降低生态环境承载力,进而减弱土地产出水

平与可持续性,土地集约利用受到制约[14]。因此,在
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时,也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,
只有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,促进土地集约利用与生

态环境的协调发展,才能有效缓解土地利用与生态环

境保护之间的矛盾[15]。
(2)土地与经济。土地是人类活动与社会经济

发展的重要载体,是各种经济、社会、资源、技术共同

作用的结果,土地的低碳集约发展能够对经济发展起

到一定的约束引导作用,其利用方式的不同反映了经

济发展方式的变更。通过提高经济水平,增强经济活

力,促进产业一体化布局能够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

发展,而经济的发展方式又反过来影响人的行为与活

动,其结构的调整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土地利用方式

的变化,体现出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主导优化作用。
(3)经济与环境。经济增长是人类依托自然资

源创造的社会财富,也是表征人类发展与福祉的指示

器,资源环境压力则是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负向反

馈,人类一切经济活动应当在不超出环境承载力的基

础上进行[16],二者的关系可高度概括于“绿水青山就

是金山银山”。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保护,本质上都源

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,从这一点来看,二者具有

相似之处。此外,经济的发展为环境保护提供了资金

支撑,是环境建设的动力系统,而发展绿色友好的生

态文明建设方式,加大环境保护力度,又能够通过提

高环境质量、形成绿色可持续生活方式,给经济建设

创造更大的空间,二者互相依托,辩证统一于现代文

明建设。

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

2.1 研究方法

2.1.1 耦合度模型 耦合度是用于刻画2个或2个

以上子系统间相互作用、相互影响程度的数值,用以

分析事物的协调发展水平。土地是产业空间集聚的

载体,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,土地低碳集约化利用可

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、生态环境的优化,而
绿色经济的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反过来推动着土地

利用的高度优化,土地—经济—环境3者相互影响、
相互促进,共同作用于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目标。基

于此,构建三者的耦合度模型:

Ci=
U1·U2·U3

Π(U1+U2+U3)
é

ë
êê

ù

û
úú

1
3

式中:U1,U2,U3分别为土地、经济、环境子系统的综

合评价系数,在本文分别用土地集约利用度、经济发

展方式指数、生态效益指数反映;Ci为i个子系统的

耦合系数,即耦合度,C∈[0,1],其大小反映了子系

统的耦合程度,数值越大,耦合程度越高。参照已有

研究成果[17],将耦合度划分为5种类型,见表1。

Ui=∑wi×xi (2)
式中:Ui为第i个子系统综合评价系数;wi为各子系

统内指标权重;xi为指标标准化值;i为1,2,3。
表1 耦合协调度类型划分标准

耦合类型 C 值范围 协调等级 D 值范围 耦合协调程度

相互独立 0 不协调耦合 0 独立不协调

分离阶段 (0,0.3] 低度耦合协调
(0,0.2) 严重失调

[0.2,0.3) 中度失调

拮抗阶段 (0.3,0.6] 中度耦合协调

[0.3,0.4) 轻度失调

[0.4,0.5) 濒临失调

[0.5,0.6) 勉强协调

磨合阶段 (0.6,0.8] 高度耦合协调
[0.6,0.7) 初级协调

[0.7,0.8) 中级协调

耦合阶段 (0.8,1.0]
优质耦合协调

[0.8,0.9) 良好协调

[0.9,1.0] 优质协调

2.1.2 耦合协调度模型 由于耦合度只能说明系统

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,难以反映3个子系统的整体

“功效”与“协同”效应,为进一步反映城市间土地—经

济—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,因此引入耦合协

调度模型:

   D= C·T (3)

   T=aU1+bU2+cU3 (4)
式中:D 为系统耦合协调度;C 为耦合度;T 为土

地—经济—环境3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协调指数,用
以反映3个子系统的整体协同效益和发展水平,T∈
(0,1];a,b,c为待定参数,考虑到土地是一切发展的

载体,是经济、环境建设的基础,为此a,b,c 分别取

0.4,0.3,0.3。

2.1.3 耦合协调度空间变异分析 为分析土地—经

济—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情况、10市的耦合协调度

空间异质性和发展趋势,本文使用ArcGIS和GeoDa软

件,采用全局莫兰指数(GlobalMoran'sI)和局部莫兰指

数(LocalMoran'sI)进行测度[18]。GlobalMoran'sI用

于判断区域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现象,通常-1≤I≤1,
若I接近0则表明空间分布是随机的,大于0表示正自

相关,即高值与高值、低值与低值相邻,小于0表示负相

关,即高值与低值相邻。空间异质性在这里指的是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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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局域异质性(spatiallocalheterogeneity),指该点

属性值与周围不同,可用 LISA 图来检验。Local
Moran'sI对全局自相关的补充,能够评价局部地区

内邻近空间单元属性特征值之间的相似性和相关性,
探测空间异质性。若L>0,表示某区域的高(低)值
被周围的高(低)值所包围;若L<0,表示某区域的高

(低)值被周围的低(高)值所包围。

GlobaMoran'sI指数计算公式:

I=
∑
n

i=1
∑
n

j=1
wij(xi-x)(xj-x)

S2∑
n

i=1
∑
n

j=1
wij

(5)

LocalMoran'sI指数计算公式:

L=
(xi-x)

S2 ∑
n

j=1
wij(xj-x) (6)

式中:n 为样本总数;wij为空间权重;xi(i≠j)为样

本i的属性;x 为样本i的平均值;S2 为样本值标准

差;i,j为1,2,…,10。

2.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

2.2.1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[19-22]

选取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,并结合陕西各市实际情

况、土地、经济、环境发展特征以及数据可获取性和指

标体系的可操作性,构建土地、经济、环境3个子系统

9大准则层共34项指标的评价体系,在具体的指标

选取过程中,淡化总量增长指标,更注重综合考虑投

入产出、差异率等标准,侧重考核质量效益类指标,各
指标及相应权重见表2。

在此基础上利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,核心思想

是根据各指标变异程度大小计算出对应的熵权,通过

熵权对各指标权重进行修正,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指

标权重。信息熵值越小,指标离散程度越大,该指标

在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也越大,即相应权重越高。基

于这一思想,构建具体步骤如下:
(1)数据标准化处理。指标量纲的不同、正负取向

及单位数量级的不一致对计算结果影响显著。因此在

计算之前须对指标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。本文拟采

用极差标准化方法,具体处理方法见公式(7)—(8):
效益型/正向指标:

Yij=
Xij-min(Xij)

max(Xij)-min(Xij)
(7)

成本型/负向指标:

Yij=
max(Xij)-Xij

max(Xij)-min(Xij)
(8)

式中:Xij为第i年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;Yij为其标

准化处理后的数据;max(Xij)是该系统指标中的最

大值;min(Xij)为该系统中的最小值。正向指标即

效益型指标的值越大越好,负向指标即成本型指标值

越小越好[23]。
(2)确定第j项指标熵值。

Ej=-
1
lnn∑

n

i=1
(pijlnpij) (9)

式中:pij为第j 项指标下第i 年的指标值的比重,

pij=Yij/∑
n

i=1
Yij,若pij≤0,为消除对数影响,对该列

数据进行平移处理;n 为年份数,此处n=10(2009—

2018年)。
(3)确定各指标权重。

Wj=
1-Ej

∑
k

j=1
(1-Ej)

=
1-Ej

k-∑
k

j=1
Ej

(10)

式中:E1,E2,E3,…,Ej为各指标的信息熵。
(4)计算第i年各子系统的得分Zi。

Zi=∑
n

i=1
Wj×Pij (11)

2.2.2 数据来源 本文以陕西省及辖区内10个市

为研究对象,陕西省总面积20.56万km2,北山和秦

岭将陕西分为陕北高原、关中平原、秦巴山地三大自

然区域。陕北地区海拔800~1300m,约占全省总

面积45%,包括延安和榆林两市;关中平原西起宝

鸡,东至潼关,面积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9%,涵
盖西安、咸阳、铜川、宝鸡和渭南5市;陕南秦巴山地

主要是秦巴山脉和汉江谷地,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的

36%,包括汉中、安康和商洛市。截至2019年,省内

常住人口约3876.21万人,人均生产总值66649元,

GDP达25793.17亿元,其中,三大产业增加值分别

为1990.93亿元、11980.75亿元、11821.49亿元。
土地子系统内的土地利用程度、土地投入水平、

土地产出水平和环境子系统的环境水平二级指标原

始数据来源于《陕西统计年鉴》及陕西省各市的统计

年鉴和社会发展公报。经济子系统内的经济发展水

平、经济活力和产业一体化相关二级指标原始数据来

源于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和《陕西区域统

计年鉴》。环境子系统内的环境压力和环境保护二级

指标来源于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》。

2.2.3 指标测算 (1)产业结构系数。产业作为经

济的重要支撑,能够充分体现地区经济发展方向与程

度,产业结构系数则以具体数字形式反映了各类产业

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分配。为此选取第二、三产业增

加值占地区GDP比重来构建产业结构系数,比重越

大,表明该地区产业结构水平越高[24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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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=
GDPi,2+GDPi,3

GDPi
(12)

式中:ri为地区产业结构系数;GDPi,2,GDPi,3分别为

地区第二、三产业增加值;GDPi为地区生产总值。
表2 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

评价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计算公式/含义/来源

土地U1

土地利用程度

0.3204

人口密度 0.0770 反映单位面积土地人口

人均土地面积 0.0475 土地总面积/总人口

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0.1204 城市道路面积/总人口

耕地利用度 0.0755 耕地面积/土地总面积

土地投入水平

0.2653

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0.0986 固定资产投资额/土地总面积

地均从业人员 0.0815 总就业人数/土地总面积

地均财政支出 0.0852 财政支出/总面积

土地产出水平

0.4143

地均GDP 0.1053 地区GDP/总面积

地均财政收入 0.1051 财政收入/总面积

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0.204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/土地面积

经济U2

经济发展水平

0.2832

人均GDP 0.0302 GDP/总人口

城镇农村差异率 0.0121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/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

资金流动 0.2409 实际利用外资额

经济活力

0.3454

对外贸易依存度 0.2200 进出口总额(万美元)/GDP(亿元)

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0.0097 反映固定资产总量增长情况

旅游收入 0.1157 统计资料获得

产业一体化

0.3714

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0.0192 工业增加值/GDP
产业结构系数 0.2804 第二三产业产值和/总产值

产业集聚度 0.0187 空间基尼系数反映

产业扩张度 0.039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

人口流动 0.0136 客运总量/总人口

环境U3

环境水平

0.2041

森林覆盖面积 0.1272 统计资料获得

空气日报优良率 0.0594 统计资料获得

人均园林绿地面积 0.0175 园林绿地面积/总人口

环境压力

0.3722

单位GDP能耗下降率 0.0211 统计资料获得

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0.0860 统计资料获得

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0.1129 统计资料获得

人口增长率 0.0213 统计资料获得

人均碳排放量 0.1309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/总人口

环境保护

0.4237

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0.0176 统计资料获得

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0.1765 统计资料获得

工业废水处理率 0.0778 工业废水处理量/总排放量

生活垃圾无公害化处理率 0.0125 统计资料获得

地均环保投资额 0.1393 验收合格环保投资额/土地面积

  (2)产业集聚度。产业集聚是特定产业在空间

集聚基础上的专业化和网络化发展,是特定产业各种

要素资源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的重新组织与有机整合。
一个地区某种产业的集聚程度对当地生产力有重要

影响,产业集聚程度的加深有助于加速当地经济的发

展[25-26],不仅能够推动自身产业发展,还能对当地产

业形成联动效应,并以此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

展[27],为此设置产业集聚指标。

Ki=∑
n

i=1
(Sj-Xj)2 (13)

式中:Ki为i地区产业集聚度;Sj为i地区第j 产业

就业人数占该地区总就业人数比重;Xj为i地区第j
产业就业人数占该城市群(此处指陕西省)总就业人

数的比重,j取2~3。

3 结果与分析

3.1 土地-经济-环境子系统评价

基于以上公式,求得2009—2018年陕西省10市

各自的土地集约利用度值(U1)、经济发展方式指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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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U2)、生态效益指数(U3),见表3。
总体而言,关中地区和陕北地区的土地、经济和

环境发展差异较为显著,陕南地区区域内整体差异较

小。关中地区5市中,西安市的环境发展较为滞后,经
济发展状况处于陕西首位,环境与经济和土地之间的矛

盾突出,铜川市虽然整体水平低于西安市,但与西安市

存在相同的发展问题。西安市对于咸阳市的经济带动

作用明显,尤其是“西咸新区”的新建,但咸阳市也不可

避免的存在土地发展问题,这与当地城市扩张是分不开

的。目前制约宝鸡市和渭南市的发展主要是经济问题,
可能原因是自身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以及西安市的辐射

带动作用有限,其土地与环境发展水平尚可。陕北地区

的榆林市和延安市差距是陕西省10市中最大的,这可

能是二者之间资源差异导致的,榆林市是典型的煤矿资

源型城市,而延安市自身资源条件较差。陕南地区的3
市整体发展水平差异较小,其中汉中市的发展较为均

衡,值得关注的是该地区的环境发展整体水平较高,可
能原因是当地山地面积广阔,环境压力小。

表3 陕西10市耦合度、耦合协调度、各指数值

序号 城市 C T D U1 U2 U3 {Ux}min

1 西安 0.6573 0.4812 0.5624 0.4531 0.5650 0.4752 U3

2 咸阳 0.5158 0.4798 0.4975 0.4857 0.5011 0.5145 U1

3 铜川 0.3081 0.4226 0.3608 0.4183 0.4210 0.3591 U3

4 宝鸡 0.4835 0.4772 0.4803 0.5231 0.5200 0.5409 U2

5 渭南 0.3926 0.5340 0.4579 0.5144 0.4818 0.5693 U2

6 榆林 0.4796 0.5136 0.4963 0.5037 0.5248 0.5879 U1

7 延安 0.4213 0.4864 0.4527 0.4694 0.4526 0.4755 U2

8 汉中 0.3932 0.4289 0.4107 0.4001 0.4371 0.5070 U1

9 商洛 0.2984 0.4357 0.3605 0.4463 0.3892 0.4362 U2

10 安康 0.3992 0.5043 0.4487 0.4591 0.3522 0.5070 U2

  在对2009—2018年陕西省10市的土地、经济、
环境层面的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后,求得陕西省的土地

集约利用度值、经济发展方式指数和生态效益指数

(图2),并对其进行评价分析。在对陕西省总体数据

进行归总时,为减少误差选择各市土地面积、GDP、
单位GDP能耗下降率占陕西省总的相应指标比重作

为归总时的权重,如各市第i年集约利用度值乘以该

市土地面积占陕西省总面积的比重即得到陕西第i
年土地集约利用度值。

图2 陕西省3个子系统指数值

陕西省近10a发展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:
(1)生态环境占主导地位(2009—2011年)。该

阶段陕西省环境子系统的生态效益指数高于其他两

系统各自指数值,这主要是由于陕西土地资源丰富,
坐拥太白山、华山、秦岭等山脉,林地、园地、草地等碳

汇作用大于碳源作用[28]的土地面积高达14.86万

km2,且当时陕西经济正处于发展前期,土地资源利

用度及经济发展水平偏低,同步伴随生态环境质量良

好,环境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土地及经济发展水平,但
尚未达到最大化。

(2)经济发展占主导地位(2012—2014年)。当

前阶段陕西省经济发展方式指数值明显高于生态效

益指数及土地发展指数,可能的原因是“一带一路”倡
议的提出为新常态下陕西加快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,

前期基础设施的投入及经济建设的铺垫使得投资环

境得以改善。陕西省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,实际利用

外资额从2009年最初的18.2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

的41.76亿美元,增长速度达129.5%;产业布局更为

合理,非能源产业逐步发展,增强了陕西抵御市场风

险的能力。与此同时,以秦岭保护、渭河治理、退耕还

林等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明建设也促进了陕西环境

水平的健康稳定,土地及环境指数增速虽低于经济发

展指数,但依旧呈缓慢上涨趋势。
(3)土 地 集 约 利 用 占 主 导 地 位(2015—2018

年)。可能的原因在于,前期以“土地财政”和“土地引

资”为核心动力的用地模式在带来经济增长“红利”的
同时也加剧了土地供需矛盾,快速城镇化催生了部分

城市边界的无序扩张,威胁着“耕地红线”,经济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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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求与有限资源环境的冲突使得国家及地区越发重

视以“可持续”、“绿色发展”为基本理念的发展方式,
一系列以土地集约利用为中心的土地及城镇化建设

政策出台,促进了陕西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升。

3.2 耦合协调度结果与分析

根据已测算出各年份的IGM 指数、土地集约度

和生态效应指数,基于以上公式,可以计算得出陕西

省及其10市的土地—经济—环境耦合协调度(图

3)。为了更直观地看出其空间变化特征,本文选取

2009年、2012年、2015年和2018年作为代表性年

份,将陕西省10市的耦合协调度数值带入 ArcGIS
10.2做空间分布图(图4)。

从全局来看,2009—2018年,陕西10市耦合协调度

处于0.2~0.8,整体呈平稳上升趋势,逐步实现了由低水

平耦合向高度耦合协调的跨越,但城市间耦合协调差距

增大(图3),说明陕西在近10a的经济扩张中更加注重

土地—经济—环境三者的协调,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同

时兼顾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,同步伴随

城市间发展不平衡的加深。在时间序列上,根据曲线波

动情况可划分为两个阶段。

图3 陕西省10个市“土地-经济-环境”耦合协调度雷达图

图4 陕西省10市“土地-经济-环境”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

  第一阶段为2009—2014年,陕西省土地—经

济—环境耦合协调度从0.23上升至0.49,达到前6a
最大值,虽呈稳步上升态势,但总体处于中低水平耦

合拮抗阶段,三子系统间表现为濒临失调或轻度失

调。10市均呈逐步上升趋势,各市土地—经济—环

境耦合协调度与陕西省整体变化趋势较为同步,地区

间尚未表现出明显差异。可能的原因是“十二五”期
间,陕西省持续发力,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经济

增长、发展质量、民生改善、综合实力提升最多最快的

时期,2014年陕西省人均GDP达7640美元,连续3
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,经济质量效益的双提升促进了

土地利用布局的优化及对环境质量的重视度。
第二阶段为2014—2018年,陕西省全局层面与

省内各市在三系统耦合协调度上均出现了不同程度

的先降后持续增长的情况,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耦合

协调中的濒临失调范畴,具体表现为2014—2015年

期间,陕西省整体耦合协调度从0.49下降至0.45,后
持续增长至2018年的0.74,实现近10a土地经济环

境耦合协调最大化,省内各市除西安稳步增长外均呈

短暂负增长态势;2015年后,耦合协调度逐步回升,
上升至一个新高度,到2018年时,陕西省全局层面耦

合协调度达到高度耦合协调中的中级协调,各市基本

实现勉强协调或初级协调。与此同时,省内差距拉

大,发展不平衡问题暴露出来。造成这种先降后增局

面可能的原因在于:一方面,2015年处于陕西“十二

五”与“十三五”规划承前启后阶段,也是陕西经济极

为艰难的一年,存量不足、增量有限土地资源需要承

载急剧扩张的经济产业,促使必须进行土地资源的集

约利用,然而,当时我国正处于增加和强化绿色发展

指标、倡导绿色发展理念的初中期,受以往观念的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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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,在寻求完成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很容易出现环境

为经济让步的情形,加之陕西省能源及产业布局特

点,导致在“十二五”末经济总量上升的同时伴随三系

统耦合协调度的降低。另一方面,前期绿色发展观念

的逐步强化及“十三五”期间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
共享”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促使国家及各地对生态环

境重视度大幅提升,环境保护在环境子系统中占比增

加,推动了经济、土地、环境的良性发展,而地区间资

源优势、资金、技术、人才、政策、产业布局及区位的差

异导致了差距的拉大。

3.3 耦合协调度空间变异分析结果

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到的10个市历年的耦合

协调度系数,适用全局莫兰指数(GlobalMoran'sI)
和局部莫兰指数(LocalMoran'sI)对陕西省10市耦

合协调度进行分析。
(1)全局莫兰指数(GlobalMoran'sI)。当置信

度为90%时,p<0.1,Z>1.65或Z<-1.65时才通

过了显著性检验,由此从表4中可以看出,2009—

2018年陕西省10市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,表明研

究期间陕西省10市的耦合协调度趋向于随机分布,
不存在明显的离散和集聚效应。空间差异总体上相

对较小,主要是由于区域的耦合协调度没有因为地域

的空间差异而引起强烈的空间极化效应。总体而言,
研究区内耦合协调发展度呈负相关且具有随机分布

的属性,呈波动性发展。
表4 陕西省10市耦合协调度类型的GlobalMoran'sI

年份 Moran'sI Z(I) p
2009 -0.2422 -0.6334 0.5265
2010 -0.1576 -0.2247 0.8221
2011 -0.2469 -0.6515 0.5147
2012 -0.1943 -0.4095 0.6821
2013 -0.208 0.4872 0.626
2014 -0.0862 0.12 0.9044
2015 0.2415 0.6624 0.5076
2016 -0.1841 -0.3564 0.7215
2017 -0.2058 -0.4637 0.6429
2018 -0.0263 0.4218 0.6731

  (2)局部莫兰指数(LocalMoran'sI)。采用

GeoDa的局域自相关工具进行局部莫兰指数的计

算,得到陕西省10市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的局部莫

兰指数空间分异状况,用LISA图进行空间异质性检

验(图5)。由于部分年份没有明显的局域自相关现

象,故选取有局域自相关现象的2009年、2011年、

2016年和2018年进行分析。从图中可以看出空间

异质性在2018年以前主要是出现在关中地区,2018
年以后开始向陕北地区和陕南地区转移。其中2009

年和2011年关中地区的铜川市和咸阳市为低—低

(L—L)分布,此时该区域和周边的经济水平比较低,
二者的空间差异程度小,制约着自身和周围城市的发

展。2016年的宝鸡市为高—高(H—H)分布,说明2016
年宝鸡市发展状况较好,此时该区域和周边的区域耦合

协调度较高,快速跟上周围城市的发展。2016年全市实

现地区生产总值1932.14亿元,比上年年增长9.3%,增
速位居全省第4,在总量过千亿元市中位居第一。2018
年汉中市为高—高(H—H)分布,此时该区域和周边的

区域耦合协调度都较高,主要原因是汉中市积极落实

“五新”战略任务,大力发展“3个经济”,践行“5个扎

实”的成果。2018年榆林市呈高—低(H—L)分布,
该市耦合协调度发展较好,但是还没能带动周围城市

的发展,与邻近的延安市差距较大。
从以上分析得出研究期间陕西“土地—积极—环

境”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是呈现随机分布的,没有集

聚效应和离散效应,说明从整体上说陕西省城市之间

的耦合协调性地域带动性不强,城市的耦合协调性受

相邻的城市的影响不大。从局部分析上看,铜川、宝
鸡、榆林和汉中市出现了空间分异的情况,其中汉中

和铜川整体耦合协调低,因此没能带动周围城市的发

展,榆林耦合协调度高但对周围的辐射能力有限,汉
中的耦合协调度在不断提高,对周围较差的诸如安康

市的带动作用也在不断增强。

4 结论与建议

4.1 结 论

(1)从土地、经济、环境子系统各自发展特征来

看,10年间陕西省3个子系统发展质量均得到了不

同程度的提升,但增速不同,在不同时期主导效应各

异,在时间上分别经历了环境、经济和土地主导时期。
(2)从三者的耦合协调度来看,陕西省土地—经

济—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实现了从稳步上升到先降

后增阶段的跨越,先后经历了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、中
度耦合协调阶段和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,延安、铜川和

商洛市尚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,其他7个市处于高度

耦合协调阶段,且整体都没有实现向优质耦合协调跨

越,城市间差异逐步拉大,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协调。
(3)陕西省10市的耦合协调度不存在明显的离

散和集聚效应,整体上是呈现随机分布的,耦合协调

性地域带动性不强,整体空间不存在显著的自相关现

象,城市的耦合协调性受相邻的城市的影响不大。

4.2 建 议

(1)坚持土地市场化改革方向,优化土地的资源

承载作用。土地是经济、环境建设的基础载体,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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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化导向,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以实现各类资源要素的协调流通。

图5陕西省10市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的LISA图空间分异状况

  (2)优化产业布局,发挥城市联动效应。陕南、
陕北、关中地区优势资源各异,各市应充分结合实际

情况,合理布局,最大化发展和释放优势产业潜能,促
进当地发展水平的提升;同时前排城市应充分发挥其

领头作用,通过城市互帮互扶等把部分产业生产适当

转移到临近城市,既可以释放前排城市资源与空间,
又能通过城市联动带动临近城市发展。

(3)强化生态与区域协调意识,实现区域协同发

展。建立生态保护专项基金及跨省横向补偿机制,基
层、市级政府着重当地企业综合评价,省级政府致力

于区域产业、资源、要素的协调,将生态贡献率及污染

处理率纳入企业年度考核体系并纳入企业用地审批

的依据。通过对土地、经济、环境子系统采取针对性

改进,强化省、市级政府全局协调作用,从而推动陕西

省域内土地、经济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化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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